通过买房而择校
——教育影响房价的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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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基础教育资源主要通过房地产市场配置，导致房价部分地反映教育的数量与质量。基于上海市52个区域的房价与学校分布的月度面板数据，以及两所优质中学搬迁的自然实验，本文发现，区域间在基础教育资源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已经部分体现在了房价上，而且拥有更多更好教育资源的地区，房价上升更快。这说明，教育的“资本化”确实存在。因此，就近入学、禁止择校等简单化的追求公平的教育政策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公平，反而可能会加剧按照收入的居住区分割和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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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教育既是决定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又直接关系到收入差距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但是，关于如何有效并均等地配置教育资源，人们的认识却不相同，现有的政策也存在误区。本文将为基础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与住房价格之间的关联寻找实证依据，这对于制定合理的教育与住房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教育产业化及随之出现的基础教育的高收费、择校、不同收入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享受不同受教育机会等现象日益受到人们诟病，有关部门制定了大量旨在通过严格禁止择校促进教育均等化的政策。然而，相关的理论研究却表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住房市场进一步发育，以禁止择校、严格就近入学、限制民办学校与公立学校竞争为代表的追求公平的教育政策不仅不能带来真正的公平，反而可能在损害教育产出效率的同时，扩大因收入差距所导致的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陆铭、蒋仕卿，2007）。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教育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房地产市场进行的，居民根据自己的收入和偏好来选择居住地区和相应的公共品，结果将是公共品提供数量和质量体现在房地产价格上，被“资本化(capitalize)”（Tiebout，1956；Oates，1969；Yinger，1982等）。如果这样的机制起作用，禁止择校、严格按片划分就近入学所导致的结果将是，高收入者通过在好学校附近买房的方式让孩子获取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择校费的收益由学校转移到房产商（或业主）手中，对于受教育机会的公平问题没有产生积极作用，反而加剧了按照收入的居住区分割和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

    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住房市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育，居民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区域间自由搬迁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对房价影响最大的高收入群体在居住地迁移方面受到的限制是最少的。那么，基础教育等公共品的获取是否已经与房地产市场的发育联系在了一起？房价是否已经部分地体现了教育的质量与数量？乔宝云等（2005）发现财政分权在中国没有带来地方小学义务教育水平的提高，认为财政分权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忽视了当地的社会福利，并由此而质疑在目前中国的户籍制度下通过搬迁居住地来选择教育的机制是否显著。但是，这一发现完全有可能只是因为中国的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只被激励去追求经济增长，而不是公共品提供。换句话说，不是通过搬迁居住地来选择教育的机制不存在，而是分权体制本身引起了激励扭曲（王永钦等，2007；陆铭等，2008；傅勇、张晏，2007）。丁维莉、陆铭（2005）认为，居民通过搬迁居住地来选择教育并影响房价的机制在中国可能是同样存在的。如果这一机制确实存在，那就会使得房价中的一部分体现出教育的质量，这一点在中国几乎没有可信的实证研究，而这正是本文所试图揭示的。
    所以，本文以上海为例，通过为教育资源与房价的关联提供经验证据，为针对教育均等化政策的评论提供实证依据。具体地来说，本文以近年来全国与上海市所实施的一系列教育均等化政策为背景，基于上海市52个区域的房价与学校分布数据，以及两所优质中学搬迁的自然实验，发现基础教育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已经部分地对于房价产生了影响，并且教育对房价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而上升。本文据此对现行的“就近入学”、“限制择校”、“取消转制学校”等基础教育政策进行了评论，为提出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住房、教育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上海基础教育和房地产市场的背景介绍，第四部分报告数据和计量模型设定，第五部分报告实证研究结果，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基础教育资源与房地产价格的关联，是Tiebout（1956）的公共品提供模型的基本结论之一。居民根据自己的能力（收入）和偏好选择居住地区和当地的公共品，使得公共品质量和数量上的差异体现在房地产价格上，并通过影响政府收入的中间机制激励政府提高公共品的生产效率（Tiebout，1956；Oates，1969；Yinger，1982等）。对于地方公共品提供的一般均衡分析表明：在居民偏好差异的基础上引入住房市场和居民对于居住地的选择，将导致居住和公共品消费的群分效应
；特别是当教育存在“同群效应”（peer effect）时，同一学校的学生的成绩相互影响，家长就更愿意花钱住好社区，让孩子上好学校，住房市场就会使教育被“资本化”，群分效应加剧（Epple，Romano，1998；Epple，Siege，1999；Rothstein，2006）。因此，居民的自由流动、同群效应和房地产市场的发育程度是决定现实中教育等公共品“资本化”的关键因素。

    Oates（1969）提出了通过分析地方公共支出和税收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来检验居民通过搬迁居住地选择公共品的机制是否显著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欧美国家的研究者进行了很多检验公共品提供水平与房地产价格关联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的计量模型设定通常采用特征价格（hedonic price）模型（Rosen，1974；Anderson，1985；Epple，1987等），在解释变量中包括了住房的个体属性、区位属性和时间因素。尽管在研究中存在一些分歧，但普遍的研究结论是，在欧美发展相对成熟的房地产市场，确实可以观察到相邻辖区之间在公共品提供上的差异可能反映到不动产的价格上去，表明居民的确通过搬迁居住地的方式选择公共品的提供水平（Rubinfield，1987；Rubinfield，Shapiro and Roberts，1987；Epple，Siege，1999）。

分析教育等公共品与房地产价格之间关联的实证研究往往不能很好地控制不可观测的居住区属性对于解释变量和房价的影响。为了克服这一问题，Black（1999）利用马萨诸塞州学区边界附近的房价数据，比较同一条边界两侧的住房价格和学校教育质量，以学校参加一项全州统一的学业测试（Massachusetts Educ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MEAP）的学生平均成绩作为反映教育质量的核心解释变量，采用特征价格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结论：学校的学生平均成绩提高5%将导致居民对优质学区边界内住房的支付意愿平均提高约2.1%，学校质量对房价的影响确实是显著的。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本文的实证分析利用上海市52个区域、时间跨度为48个月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区域属性对房价的影响。此外，在数据包括的时间和区域范围内，有2所学校发生了跨区域的搬迁。本文利用了这样一个自然实验的结果，以这2所学校搬迁前后所在的5个区域的数据作为样本，考察学校数量变化对于区域房价的影响，从而能够有效地控制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

在国内有关公共品提供水平与房地产价格关联的实证研究中，王轶军、郑思齐、龙奋杰（2007）利用北京市住房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微观个体交易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愿意为居住在地铁站、公交车站和公园周边一定范围（0.8公里）内分别支付住宅价格的17.1%、12.4%和6.4%，但是这种价值并没有被资本化到土地价格中。周京奎、吴晓燕（2009）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公共投资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溢出效应，其中度量教育投资的指标是每个省的大学、中学、小学数量和专任教师人数，发现在省级水平上中学数量对各类房产和土地的溢价是显著的。大学数量对商品房、住宅、办公楼的价格影响为正，但是对土地和商业用房的价格影响为负。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同一城市内的不同区域的房价与公共品数据。如果公共品对房价产生影响的机制起作用，将对城市内部的居住区分割和教育不均衡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目前国内对城市内部教育与房价关系的实证研究还很少。Zheng，Kahn（2008）在对北京房地产市场微观交易数据的分析中度量了楼盘到优质学校的距离，发现离优质学校更近的住房确实具有更高的价格。本文的实证研究将能够量化地分析城市内部区域间在基础教育资源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如何影响了住房价格，以及教育对房价的影响是否在随着时间推移而上升。

三、上海基础教育和房地产市场的背景介绍

    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上海的基础教育和房地产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素质教育”的理念要求改变传统的以竞争重点学校入学机会为中心的应试教育。1997年，上海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升初中）的升学考试，代之以“按片划分、就近入学”的招生制度。另一方面，作为教育市场化改革重要产物的民办和转制学校，经历了从接受政府支持、鼓励，从而快速发展，到成为教育均等化政策规制对象的变化过程。与此同时，随着居民住房的市场化，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不断发育、扩张，在2003年以来出现了一波房价以远远高于人均收入的增幅快速上升的“房地产热”。房价的快速上涨对研究者来说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得教育被资本化的过程能够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得以体现。基础教育与房地产市场的关联如果被证实，也将为理解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割等现象提供依据。

3.1按片划分、就近入学的实施与强化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基础教育制度沿袭了传统的精英主义模式：在小学、初中、高中等各个阶段设置不同级别的“重点学校”，集中行政区域内的优质教育资源，按照考试成绩择优招生录取。随着1990年代以后教育理念的转变，为了实现“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上海于1997年起在小学与初中阶段实行了“按片划分、就近入学”的招生制度改革。在就近入学制度开始实施的初期，民办学校以及公立转制学校在招生时仍然拥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跨区招生，一直存在各种形式的择校和选拔机制，并且可以收取一定数额的择校费。原有体制下的重点初中则通过保留一部分招生名额，以“特长班”、“艺术班”、“实验班”等名义选拔成绩优秀的学生就读
，此外还存在相当高比例的“关系生”、“条子生”（民办和转制初中也有类似情况）。2003年以后，随着人们对于教育产业化的反思，“按片划分、就近入学”的制度越来越被作为促进公平的教育政策而不断得到强化。2005年起，各省市全面停办小学生的各类竞赛，叫停中小学争抢生源的活动。2005年8月，教育部、监察部等部门发布紧急通知，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实行“一费制”，禁止任何地方、任何学校收取择校费。上海市有关部门规定公立学校若收取择校费，校长将遭撤职处理。2006年，上海市教育部门规定严禁公立和公立转制初中、小学“选拔式”招生，2007年规定民办初中在招生时不能组织与学生见面。同年，进一步限制民办学校的跨区招生，原则上只能在本区县招生，这一举措被媒体普遍解读为民办学校转向“就近入学”的开始。但是，尽管就近入学的制度不断强化，普通家庭的择校行为受到抑制，“关系生”、“条子生”等行政权力对教育资源分配的干预却仍然存在。部分学校的教师坦言，由于“条子生”家里条件好，父母素质高，平均质量优于按片划分的学生，学校其实乐于接收他们就读（徐轶青，2007）。
3.2“市重点中学”概念的变迁

    “市重点中学”是一个具有很长历史的概念，第一批市重点中学是在1950年代被确定的。此后，截止到2002年，全市共有33所市重点中学（包括作为“全国重点中学”的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下，市重点中学集中了全市中学阶段最好的教育资源，并通过统一的招生考试择优录取学生，长年以来逐渐积累了较为深厚的基础，特别是在高考竞争中始终比同区的其他中学具有明显优势。在1990年代以后的教育改革中，为了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首先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的“重点学校”概念。但是，学校间教育资源质量的差别依然是客观存在的，市重点中学的初中部在教育资源和升学政策上依然具有很大的优势。其次，上海市教育行政部门近年来逐渐以“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概念取代传统意义上的“重点中学”。尽管如此，传统意义上的33所市重点中学在2003年4月—2007年4月的时间段内仍然代表着上海高中教育资源的最高水平。虽然高中阶段的招生是全市统一考试，但是在2005年以前，填报中考志愿时，除了1个“提前录取志愿”（填报范围为11所寄宿制市重点中学和上海市回民中学）跨区填报之外，15个“统一录取志愿”只能在本区范围内填报。事实上存在着部分考生为了中考志愿填报而跨区更改户籍的现象，居住地对于报考市重点中学曾经是非常重要的。2005年，上海对中考的录取制度进行改革，规定所有市重点中学必须保证不少于15%的名额用于跨区招生。目前所有的“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级中学”（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市重点中学）均可通过“提前录取志愿”跨区填报，居住地在报考市重点中学过程中的意义有所降低，但每个区的招生名额仍然事先划定，学校所在区的招生名额仍然多于其他区，学校的数量与质量与房价之间的关系机制仍然存在。
    在此期间，于2005年2月、2005年9月和2007年7月，上海市教委分3批命名了总共50所“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根据市教委规定，“在本市范围内的普通高级中学、普通完全中学高中部及综合性高中，经所在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同意，都可参加‘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规划评审。”
因此，经过初审、中期评审和总结性评审及上网公示等评审程序，这50所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命名，相当于由政府向市场发送了优质学校的信号，很可能在区域房价的差异中体现出来。这一命名过程也在本文中被作为识别教育质量对房价的影响的一个“自然实验”。
3.3“转制学校”的产生与消失
    由于1990年代的教育改革取消了初中阶段的重点中学称号和小学升初中的考试，民办学校和公立转制学校逐渐成为了初中阶段高质量教育的提供者。其中，民办初中资金来源多元，在招生时有一定的自主权，一度可以收取择校费，所以有激励通过聘用退休特、高级教师和优秀一线教师、修建先进教学设施等方式提升教学质量。“转制学校”则是教育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产物。1994年，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基础教育主要由政府办学，有条件的地方也可实行“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多种形式办学。后来，这些“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学校统称为“转制学校”或“改制学校”，在一些地方也俗称为“校中校”。截至2003年，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共有1115所转制学校。事实上，国内的民办学校普遍存在政府背景，转制学校则仍然处于教育局的编制和组织关系之中。因此，能否得到政府的支持是民办和转制学校生存、发展的关键。由于转制学校大多依托重点学校和名校办学，教育资源质量高，成为家长择校时的首选，其高收费与招生（形式上多采用“电脑派位”等方式）过程中的腐败等问题也不断受到质疑和批评。作为追求公平的教育均等化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2004年上海市决定要求所有“公立转制学校”在2007年之前转为公立或民办学校。而且，2005年1月进一步明确提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条件比较好的公立转制学校应恢复公办学校的性质，严格实施按片划分、就近入学。其他省市也陆续出台类似的政策。2005年底，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联合发文，要求从次年1月1日起停止审批转制学校，并对现有转制学校进行清理规范。此后的3年多时间里，公立转制学校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成为了历史。
3.4学校搬迁
    在我们拥有数据的时间范围内，有2所优质学校发生了跨区域的搬迁：（1）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是一所市重点中学，其前身是光华大学附中和大夏大学附中，同时创办于1925年，1951年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2005年8月，该校由位于虹口区中州路102号的老校区搬迁至位于虹口区北外滩瑞虹新城附近的新校区。（2）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是2001年在杨浦区创办的一所民办学校，是上海市教委首批认定的双语教学实验学校。该校原有位于杨浦区仁恒路和世界路的两个校区。2006年9月1日，整体搬迁到位于杨浦区永吉路351号的新校区。两所学校的搬迁原因都是扩建改造：华东师大一附中改建后的占地面积由22亩增加到60亩，是虹口区建设教育园区的核心工程之一；上外双语学校改建后的占地面积由24亩增加到48亩。学校因搬迁而对区域内好学校数量的影响构成了一个自然实验。通过学校搬迁的自然实验，本文的实证研究将能够分析学校数量变化之后对于区域房价的影响。
四、数据和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的实证分析主要回答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上海市内的各个区域，基础教育数量和质量的差异是否对于房价差异产生影响? 第二，教育对房价的影响是否在随着时间推移而上升? 

4.1数据

本文中房价数据的来源是上海市二手房价格指数办公室
定期发布的公报材料，包括2003年4月—2007年4月市区与近郊52个区域的二手房成交单位面积均价数据。在此基础上，依据房价数据的区域划分，统计了每个区域的市重点中学数量、民办和转制初级中学数量、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数量、公园绿地总面积、轨道交通站点数量、三级甲等医院数量等数据。以下解释本文实证研究框架中各变量的度量，并报告各变量的概要统计。

房价

用上海市52个区域的二手房成交单位面积均价来度量。根据上海市二手房价格指数办公室定期发布的公报材料，可以得到2003年4月—2007年4月上海市52个区域的二手房成交单位面积均价的月度数据。这些区域分布在普陀、卢湾、静安、杨浦、闸北、虹口、黄浦、徐汇、长宁、闵行、浦东新区等上海市中心和近郊的11个区。虽然房价数据的区域划分与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的学区划分可能存在边界上的不一致性，但是由于房价数据的“区域”面积较大（每个区划分为3—7个区域），每个“区域”包含了多个学区，因此，优质学校的影响范围被较为完整地包括在了房价“区域”内。

本文数据起止期分别为2003年4月和2007年4月，这主要是由于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2003年4月—2007年4月，上海市二手房价格指数办公室每月发布的公报附录了52个区域的单位面积平均价格。2007年5月以后，该机构只对各区域房价的变化作有选择的概括性描述，不再附录具体的房价数据。巧合的是，2003年恰好是严格执行“按片划分，就近入学”的开始，也是一轮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期的开始。
选择上海市各区域二手房成交单位面积均价的原因是：考虑到目前国内一手房市场存在普遍的投机现象，二手房数据更能代表自住性需求。
基础教育

根据上文对上海基础教育背景情况的介绍，基础教育用每平方千米的市重点中学数量、民办和公立转制初级中学数量两个指标度量。为了分析“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命名是否也对房价产生了影响，基础教育的数据还包括了每平方千米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数量。学校分布的资料来源是上海市教委及各区县教育局的网页（上海教育网：http:// www.shmec.gov.cn/、上海基础教育信息网：http://www.edu.sh.cn/、上海市教育考试院：http://www.shmeea.com.cn/）。
图1和图2描述了4个时间点（2003年6月、2004年6月、2005年6月、2006年6月）房价数据与学校数据之间的关系。在两图中，拟合线的斜率都是始终为正的，显示了房价与区域内的优质学校数量之间可能存在的正相关关系。
事实上，从新闻报道中也能观察到教育对房价产生影响的现象：“据上海中原地产的最新调查，（2009年）3月份……优秀教育资源丰富的区域内，学区房成交占到了总量的50%至60%，成交价格也普遍出现了5%至10%的上涨。……每年5、6月份是各级中小学的招生期，通常各大学区房板块内的二手房会在3至5月份迎来一轮常规性的成交小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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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房价与民办和转制初中数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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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房价与市重点中学数量的关系

其他公共品

    可能影响房价的其他公共品主要包括绿化、交通、医疗卫生等。本文用区域内每平方千米公园绿地公顷数度量绿化水平；用区域内每平方千米轨道交通站点数量度量交通的便捷程度；用区域内每平方千米三级甲等医院数量度量医疗卫生水平。公园绿地面积的资料来源是上海绿化和市容网（http://lhsr.sh.gov.cn/），及各区县绿化和市容部门的网页。轨道交通站点和医院分布的资料来源是《上海市道路图》（上海市测绘院、中华地图学社，2004年、2009年）及上海市有关政府部门的网页。
距离

    区位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外生因素。因此，本文选择两个距离指标：到市中心（人民广场）的距离、到最近的城市副中心的距离，作为控制变量。2007年底以前，上海城市规划中的副中心共有3个：徐家汇、五角场、浦东花木。
表1：各变量的概要统计
	变量
	观察值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单位：元/平方米）

	房价
[image: image3.wmf]it

housingprice


	2496
	7993.11 
	1950.46 
	3514.00 
	13229.00 

	

	解释变量

	（1）教育
[image: image4.wmf]it

education

（单位：个/平方千米）

	民办和转制初中
	2496
	0.25 
	0.27 
	0.00 
	1.40 

	市重点中学
	2496
	0.09 
	0.16 
	0.00 
	0.77 

	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2496
	0.15
	0.26
	0.00
	1.54

	（2）其他公共品
[image: image5.wmf]it

public

（单位：每平方千米数量）

	公园绿地面积(公顷)
	2496
	2.45 
	3.36 
	0.00 
	15.90 

	轨道交通站点(个)
	2496
	0.21 
	0.27 
	0.00 
	0.89 

	三级甲等医院(个)
	2496
	0.15 
	0.35 
	0.00 
	2.31 

	（3）距离
[image: image6.wmf]i

distance

（单位：千米）

	距离市中心
	52
	6.80 
	3.57 
	0.00 
	14.50 

	距离城市副中心
	52
	4.99 
	2.29 
	0.00 
	12.00 

	
	
	
	
	
	

	区域面积

（单位：平方千米）
	52
	10.51
	12.15
	1.3
	75


4.2计量模型设定
4.2.1面板数据计量模型

本文分析基础教育与住房价格关联的计量模型借鉴了Black（1999）以及王轶军、郑思齐、龙奋杰（2007）等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房地产的特征价格模型。由于本文的房价数据是区域平均值，因此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了区域属性和时间因素。考虑到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正在逐渐发育的过程之中，相应地，教育的资本化也是一个过程，因此增加了基础教育资源变量与时间的交互项（同时控制其他公共品变量与时间的交互项），来检验教育对房价的影响是否在随着时间推移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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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1）中下标i表示区域，t表示月份，数据的时间跨度是2003年4月至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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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price

表示的是房价，在模型中以取自然对数后的房价作为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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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ance

表示的是距离因素，包括区域到市中心的距离和区域到城市副中心的距离。
[image: image10.wmf]it

education

表示的是区域内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数量，是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
[image: image11.wmf]it

public

表示的是影响房价变化的其他公共品提供水平，包括绿地、轨道交通、医院等。
[image: image12.wmf]time

表示的是月度时间趋势变量（初始月份2003年4月记为1，之后每月递增1），模型中包括了教育变量和其他公共品变量与时间的交互项
。
[image: image13.wmf]it

control

表示的是影响房价的其他控制变量。在控制变量里，我们特别添加了轨道交通与距离因素的交互项，我们的猜想是，在距离城市中心较远的区域，轨道交通站点可能主要起提高交通便捷程度的作用，对房价的影响为正；在距离城市中心较近的区域，因为轨道交通站点带来的便捷并不那么重要，相反，轨道交通站点密集可能带来人流拥挤等效应，因此，轨道交通站点对房价的影响不确定。为了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效应，在模型中控制了轨道交通站点分别与到市中心距离和到副中心距离的两个交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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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表示的是未观测到的区域属性，包括区域的地形地貌、街道与建筑的规划布局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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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表示的是随机误差项。
为了控制未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以下两种基于不同假设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第一种方法是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简称FE）估计，即通过“组内变换”将数据变为“去组内均值（demean）数据”，消去被假定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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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再进行OLS估计。第二种方法是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简称RE）估计，即假设
[image: image17.wmf]i

a

不与解释变量相关，通过广义最小二乘法（generalized least squared，简称GLS）进行估计。根据Hausman（1978）检验，可以判断取以上哪一种估计作为最终结果。

如果实证结果表明教育变量的系数是正的，并且显著异于0，就表明教育水平确实影响了住房价格。在此情况下，居住区分割和教育不均衡发展的现象可能被加强（Epple，Romano，1998；Rothstein，2006），需要引入进一步的机制来解决教育资源在不同人群间的配置问题。如果教育变量与时间的交互项的系数是正的，可以说明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市场化的过程中，随着时间推移，教育不均衡发展和居住区分割会因教育市场和住房市场的进一步发育而日益加剧。
4.2.2学校搬迁的自然实验

在数据涉及到的时间范围内，有2所学校发生了跨区域的搬迁。因此，我们将这2所学校搬入和搬出所在区域的数据单独拿出来，采用同样基于式（1）的FE估计和RE估计，分析学校数量变化之后对于区域房价的影响。这时，学校数量和平均质量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内好学校搬迁前后的差异，因此可以有效地减少未观察因素对学校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估计偏误。而且，学校的搬迁并不是因为房价的反向影响。即使存在房价对搬迁的影响，两者也应是负相关的，也就是说，房价高（低）导致学校搬出（入），如果我们的实证结果发现好学校的数量增加（减少）会提高（降低）搬迁之后的房价，那么，这肯定不是因为房价影响了学校搬迁。
4.2.3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命名
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评审本身也是一个自然实验，评审结果仅反映学校的质量，同时，评审结果也不受房价的影响，可以有效地避免从房价到学校质量的反向因果关系。为了分析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命名是否对于房价产生了影响，我们在式（1）的基础上，将“市重点中学”及其与时间的交互项替换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及其与时间的交互项。考虑到这些优质学校在被命名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之前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对于房价的影响已经在截面上有所反映，因此，“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这一项只反映学校数量。命名的时间节点和每一批的数量则通过再增加以下两项得到反映：“第一批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区域内每平方千米第一批命名的学校数量）和“第二批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区域内每平方千米第二批命名的学校数量）。
这样，就能够同时得到这些学校本身对于房价的影响和它们被命名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对于房价的影响，以及不同批次的命名对于房价的影响可能存在的差异。
五、实证结果

    表2报告了在式（1）的基础上的结果，所用的数据是全部52个区域的面板数据。
表中列（1）是FE估计的结果，列（2）是RE估计的结果。Hausman检验值为69.24，p值为0.000。因为Hausman检验的零假设是FE和RE的估计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异，所以拒绝零假设意味着FE估计的结果应作为最终结果，而RE估计结果存在遗漏变量偏误。事实上，方程（1）、（2）的差异仅是估计系数的值，而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是基本一致的。
表2：房价对解释变量的回归
	
	(1)
	(2)

	被解释变量：
[image: image18.wmf]ln()

it

housingprice


	FE
	RE

	市重点中学
	0.177**
	0.162**

	
	(0.0823)
	(0.0663)

	市重点中学*时间
	-0.000936
	-0.00110

	
	(0.00108)
	(0.00109)

	民办和转制初中
	-0.200***
	-0.111***

	
	(0.0694)
	(0.0417)

	民办和转制初中*时间
	0.000703
	0.000390

	
	(0.000477)
	(0.000474)

	公园绿地面积
	0.0653***
	0.0118***

	
	(0.00945)
	(0.00346)

	公园绿地面积*时间
	-0.0000971***
	-0.0000845**

	
	(0.0000370)
	(0.0000371)

	轨道交通站点
	-0.543***
	-0.203**

	
	(0.117)
	(0.0937)

	轨道交通站点*时间
	0.000140
	-0.000349

	
	(0.000551)
	(0.000541)

	轨道交通站点*距离市中心
	0.00338
	-0.00542

	
	(0.0118)
	(0.0101)

	轨道交通站点*距离城市副中心
	0.0674***
	0.0237*

	
	(0.0153)
	(0.0123)

	三级甲等医院
	
	0.0218

	
	
	(0.0440)

	三级甲等医院*时间
	0.000575
	0.000615

	
	(0.000481)
	(0.000485)

	时间
	0.0124***
	0.0127***

	
	(0.000221)
	(0.000215)

	距离市中心
	
	-0.0368***

	
	
	(0.00441)

	距离城市副中心
	
	-0.0228***

	
	
	(0.00622)

	_cons
	8.580***
	9.022***

	
	(0.0294)
	(0.0435)

	N
	2496
	2496

	（组内）R2
	0.813
	0.809


注释：

（1）括号中为标准误。
（2）*** 代表1%水平上显著，** 代表5%水平，* 代表10%水平。
    表2的结果显示：市重点中学的系数为正，它与时间的交互项为负，但并不显著，如果考虑到交互项的系数，加总以后的效应始终是正的，最后一期时总的效应是0.131；民办和转制初中的系数为负，它与时间的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考虑到交互项的系数，加总以后的效应始终是负的，最后一期时总的效应是-0.166。对于以上结果的可能解释是：第一，市重点中学的历史很长，大多有数十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基期对于房价的影响就已经非常充分。而民办和转制初中是1990年代教育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历史非常短，可能是在控制其与时间交互项的情况下本身系数为负的重要原因。第二，根据2005年以后的招生制度改革，目前所有的“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级中学”（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市重点中学）均可跨区填报，居住地在填报市重点中学的中考志愿时的意义有所降低了，这可能是市重点中学与时间的交互项系数为负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对的是，2006年以后民办和转制学校在跨地区招生上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按片划分、就近入学的制度被强化，因此民办和转制初中对房价的影响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继续增大。
    
在表2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绿化、轨道交通等其他公共品提供的水平也已经部分地体现在了住房价格之中。其中，轨道交通站点本身的系数为负，它与到市中心距离的交互项不显著，它与到城市副中心距离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大约在距离城市副中心8千米的位置，轨道交通站点对房价的影响由负转为正。这一结果与谷一桢、郑思齐（2009）分析北京地铁13号线对周边房价影响的如下实证研究结果是相近的：在郊区分市场中，站点周边1公里内的住宅价格要比1公里外高出近20%，而在城区这一效应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在城市的中心区域，交通已经非常便捷，轨道交通站点主要起到拥挤作用，对房价影响为负，但在离开一定距离之外，交通便捷程度这一对房价影响为正的效应起主要作用。而且，由于上海城市的多中心空间经济结构，主要是离城市副中心的距离在起作用。三级甲等医院及其与时间的交互项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医院同时具有两种效应：就医更为便捷（对房价的影响为正）和周围环境差（对房价的影响为负），平均来看，上述两种因素的作用相互抵消。综上所述，随着住房市场的逐渐发育，公共品提供的“资本化”机制在上海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公共品（特别是教育）的质量和数量对于不动产价格的影响应该引起公共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此外，市中心与城市副中心两个距离指标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考虑到上海经济活动集中于市中心与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这一结果与Alonso（1964）、Zenou（2008）等由工作机会的位置和交通距离成本决定房价（地租）的理论模型相一致，与郝前进、陈杰（2007）对上海106个板块的住宅价格的实证分析结果也是近似的。
    接下来，表3报告了学校搬迁的自然实验的结果。
表中方程（3）是FE估计的结果，方程（4）是RE估计的结果。Hausman检验值为0.12，p值为1.000，支持RE估计的结果。这也的确说明，在利用了自然实验的结果里，遗漏变量可能造成的估计偏误的确不再对估计结果有显著影响。再对比表2的结果，FE估计只能控制住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因此，如果仍然存在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那么，FE的估计得到的仍然可能是有偏的结果。这可能也是造成表2的部分结果不尽合理的原因，主要体现在民办和转制初中的系数是显著负的。对于克服这种性质的估计偏误，利用外生的自然实验就特别有用，因为学校搬迁是外生的，这件事不会与不可观察的随时间变化的因素有关。在表3里，由学校搬迁引起的学校数量变化对于区域房价的影响确实是显著的。首先，市重点中学的系数是显著为正的，但是它与时间的交互项显著为负，大约经过23期（23个月），加总的效应由正转为负。转折点的时间大约是2005年3月，这可能与2005年市重点中学跨区招生的改革有关。
第二，与表2形成实质性差异的是，民办和转制初中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但它与时间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即使包括民办和转制初中的不显著的系数在内，大约经过5期（5个月），加总的效应由负转为正，最后一期时总的效应为1.343。这表明基础教育对房价的影响在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大。通过比较不同解释变量的系数我们可以看到，区域内每平方千米土地上增加1所市重点中学对于房价的影响，相当于增加5公顷的公园绿地面积，或者将区域与市中心的距离缩短2千米，或者将区域与城市副中心的距离缩短2.8千米对房价的影响。这些结果表明上海市各区域的二手房价格至少已经部分地体现了基础教育供给的质量与数量，教育等公共品的获取已经与房地产市场的发育联系在了一起。其他公共品变量中，公园绿地面积及其与时间的交互项，它们的符号和显著性与表2的结果相比没有发生变化。轨道交通站点显著为负，它与时间的交互项为正但不显著，它与到城市副中心距离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加总效应由负转正的转折点大约在距离城市副中心7千米的位置，基本与表2的结果一致（转折点的位置偏差了大约1千米）。三级甲等医院的系数显著为负，它与时间的交互项也为负（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这几个区域中，医院的周围环境差的效应起主要作用。此外，距离市中心、距离城市副中心的符号和显著性都与表2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3：学校搬迁对于房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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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办和转制初中*时间
	0.0300***
	0.0303***

	
	(0.00966)
	(0.00961)

	公园绿地面积
	0.127***
	0.140***

	
	(0.0403)
	(0.0158)

	公园绿地面积*时间
	-0.000262**
	-0.000268**

	
	(0.000110)
	(0.000109)

	轨道交通站点
	-6.059***
	-6.009***

	
	(0.985)
	(0.973)

	轨道交通站点*时间
	0.0000660
	0.000389

	
	(0.00313)
	(0.00298)

	轨道交通站点*距离城市副中心
	0.867***
	0.860***

	
	(0.170)
	(0.168)

	三级甲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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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甲等医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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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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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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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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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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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城市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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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2***
	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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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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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6


注释：

（1）括号中为标准误。
（2）*** 代表1%水平上显著，** 代表5%水平，* 代表10%水平。
最后，表4报告了“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命名对于房价的影响。表中方程（5）是FE估计的结果，方程（6）是RE估计的结果。Hausman检验值为63.42，p值为0.000，拒绝了FE估计和RE估计结果无显著差异的原假设，因此，我们的讨论仍然基于FE估计的结果。首先，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系数显著为正，它与时间的交互项显著为负，如果考虑到交互项的系数，加总以后的效应始终是正的，最后一期时总的效应是0.059。这说明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作为优质学校，对于房价的影响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在基期时的影响就已经比较充分。交互项为负的情况与表2中市重点中学的结果十分近似，其可能的原因也主要是2005年放宽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跨区填报中考志愿的限制。其次，“第一批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系数显著为正，“第二批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样的结果表明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命名作为政府向市场传递优质学校信息的过程，对于区域房价差异的影响也确实是存在的。而且，由于分批命名是市教委在大量学校申报的基础上进行审核与遴选的结果，第一批被命名的学校都是具有传统优势的名校（这28所学校全部是原来的市重点中学，而第二批被命名的11所学校中仅有3所原来的市重点中学），因此，主要是“第一批命名”这个信息对房价产生影响。此外，表4中其他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与表2的结果相比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原有的基本结论仍然是成立的。

表4：“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命名对于房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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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括号中为标准误。
（2）*** 代表1%水平上显著，** 代表5%水平，* 代表10%水平。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基于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我们发现上海市内各区域基础教育资源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至少已经部分体现在了房价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础教育等公共品对房价的影响逐渐增大，这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房地产市场的逐渐发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需要充分考虑房地产市场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对现行的各类教育均等化政策进行重新评估。
首先，严格的按片划分、就近入学只会加强人们在好学校附近买房子的行为，加剧优质教育资源被高收入家庭获得的状况。其次，严格禁止择校将进一步导致三个结果：一是无力买好学校所在学区的房子的家庭的孩子将失去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二是进一步加剧通过买房子来择校的行为，教育被进一步“资本化”，使原来部分作为学校收入，部分作为政府教育财政收入的择校费转化为房地产商和住房业主的收入；三是禁止择校并不能禁止通过关系择校，最终使择校费落入腐败者的口袋。第三，取消“转制学校”，动用行政手段来实现区域内学校质量的均等化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由于学校质量向中等水平靠近，区域内所有居民都同时失去了最好的学校。对教育质量要求特别高的家庭（通常是高收入或家长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无法满足于当地的教育供给，他们可能会“用脚投票”，搬迁到其他能够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的地区。高收入和高教育程度家庭的搬离将对本地的税收、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结果仍然是缺乏搬迁能力的低收入家庭因此受到损害。对于上述教育政策的详细讨论请参见陆铭、蒋仕卿（2007）。
基于陆铭、蒋仕卿（2007）的理论讨论和本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到的相关政策建议包括：第一，为了减轻教育“资本化”所带来的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在允许择校行为的同时，用税收的手段将学校的办学收入转化为公共财政收入，以此作为公共教育投入的来源之一，并为低收入家庭的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和教育券。第二，考虑到择校行为所可能带来的高收费、乱收费等问题，需要加强教育市场上的竞争，政府在鼓励民办学校自由发展的同时，应为低收入社区提供低价的公立教育，从而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目标。第三，需要采取有助于减轻教育不均衡发展和居住区分割的公共政策，例如：应取消对外来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服务歧视；应在空间上分散提供廉租房；应加大对低收入社区的公共品提供的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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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分效应（sorting）在文献中是指在个人的理性选择之下，均衡的结果是类型相同（或接近）的人聚集在一起，而不同类型的人之间处于隔离状态。参见陆铭、张爽（2007）的综述。


� 有的学校保留的招生名额比例曾经高达1/3（徐轶青，2007）。


�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本市开展“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规划评审的意见》（沪教委基〔1999〕28号）。


� 上海市二手房价格指数由房产之窗网、房地产时报、上海市房产经济学会、上海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和东方房地产学院联合推出。


� 划分房价“区域”的依据实际上主要是街道、镇的行政边界，以及一些著名地标。小学学区的划分基本上是以居住小区为单位指定的（偶尔有同一小区分属不同学校的情况），而小区很少有跨越街道、镇的行政边界的情况。初中学区的通常情况是在小学学区划分的基础上，指定若干小学为某所初中的对口学校。


� 《名校附近低总价老公房成交升温》，《解放日报》2009年4月7日，记者张奕。


� 如果进一步控制时间的平方及其与各解释变量的交互项，结果是交互项几乎都不显著，其他变量的显著性也受到明显的影响。因此，我们没有报告这些结果。


� 第三批命名的时间已经在我们的样本期限以外，因此没有考虑。


� 由于浦东新区在区位等方面的特殊性，我们对剔除浦东新区样本后的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发现各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与表2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 对于2005年市重点中学跨区招生的改革，以及2006年以后民办和转制初中在招生上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我们通过增加两个虚拟变量：D2005（2005年1月以后为1）和D2006（2006年1月以后为1），以及它们与对应学校类型的交互项进行了检验。从数值上看，D2005与市重点中学的交互项为负（-0.00489）；D2006与民办和转制初中的交互项为正（0.00753），符合理论预期。但是，由于这两个交互项都是不显著的，而且在加入这两个新的交互项后，使其他变量的显著性也受到影响，因此，我们没有报告这些结果。


� 除了将学校搬迁所涉及区域的数据单独拿出来分析（表3）之外，我们还通过在全部区域的数据中，设置反映每所学校搬入、搬出所在区域的虚拟变量与对应的搬迁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检验学校搬迁对房价的影响。结果是，两所优质学校搬出对房价的影响都是显著为负的，但是搬入对房价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 在这里，同样对添加D2005、D2006及其与对应学校类型的交互项的结果进行了检验：两个交互项仍然都是不显著的，而且使其他变量的显著性也受到影响。从数值上看，D2005与市重点中学的交互项仍然为负（-0.0615）；D2006与民办和转制初中的交互项仍然为正（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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